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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老保障问题表面呈现为财政收支、基金平衡或服务体系供给等技术性议题，但它的社会学本质乃是特

定社会形态下代际关系结构与福利责任分配机制的深层变动。本文以费孝通所提炼的中国家庭代际“反

馈模式”为分析起点，将养老保障制度转型理解为：从伦理本位与家本位笼罩下的非正式代际契约，逐

步走向国家介入、市场渗透与家庭残余责任并存的“混合福利体制”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团结形式

的再生成。文章依次讨论了：(1) 中国养老的文化–社会根基为何建立在代际互惠而非个体权利之上；

(2) 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与女性就业如何瓦解传统照护秩序，使养老从私人领域进

入公共议题；(3) 当代养老保障制度在国家–社会–家庭三角关系中面临的责任碎片化与代际公平张力；

(4) 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隐匿与性别化分工的制度性延续。本文认为，养老保障的社会学命题不在于“钱

够不够”，而在于一个正在个体化的社会中，如何重建代际团结的公共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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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old-age security appears on the surface as technical topics such as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fund balance, or service system supply. However, its sociological essence lies in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responsibility dis-
tribution mechanism under a specific social form. Taking Fei Xiaotong’s “feedback model” of inter-
generational rela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age 
security system as a process from an informal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under the ethical and 
family-centered order to a “mixed welfare regime” characterized by state intervention, market pen-
etration, and residual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is is essenti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olidarity. 
The article discusses: (1) Why China’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old-age support is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rather than individual rights; (2) how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
tion, family miniaturiz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female employment have dis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care order, moving old-age support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the public agenda; (3) 
The responsibility fragment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ensions within the state-society-
family triangle; (4)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are labor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tinua-
tion of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ociological proposition of old-age 
security is not about “whether there is enough money”, but about how to reconstruct the public car-
rier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n individualiz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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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语境中谈“养老”，人们习惯于进入两个话语背景：要么将其化为家庭道德问题，即子女不

孝、家风不行；要么将其化为财政精算问题，即养老金缺口多少、替代率高低。这两种背景各有其解释

力，但是共有一个盲区：它们都将养老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出来，前者归于伦理个体的德行缺失，

后者归于国家账户的技术管理。而社会学关心的恰恰是两者之间那片交叉却隐蔽的地带，即养老究竟镶

嵌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之中？当结构变了的时候，养老的责任归属、风险承担与制度安排如何重建？截至

2020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2.64 亿，占总人口 18.70%，65 岁及以上占 13.5%1。到 2025 年末，

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占总人口的 23.0%，65 岁及以上占 15.9%，分别上升 4.3 个百分点和 2.4 个

百分点 2。这一数据不仅直接呼应了关于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学术研究期刊持续追踪的核心议题，亦是近年

来反复预警的事实，即中国正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更揭示了如此规模的老年群体并非突然出现，而是

数十年来生育政策、城镇化迁移、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家庭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老龄化不是外部冲

击，而是社会自身运行逻辑的阶段性产物。因此，本文试图将养老保障制度转型联系社会学的经典关切，

 
1https://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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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际关系为中心，梳理从传统家养秩序向现代制度供养过渡过程中，国家、社会与家庭三者之间权力

与责任的重新分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当代养老保障面临的结构性张力。既有研究大致沿三条轴线推进：

其一，以胡湛、彭希哲等学者为代表的综合治理取向，将老龄化从老年人口问题重构为全生命周期的公

共治理问题，强调国家、社会、家庭三元结构的均衡治理优势[1]；其二，以岳经纶、方珂对养老服务政

策范式转型的梳理，指出中国正经历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的跳跃，但政策话语快于制度能力，导致责

任悬浮[2]；其三，围绕长期照护与护理保险的制度研究揭示了混合福利供给格局下碎片化、低统筹与专

业性不足的瓶颈。本文与上述文献的差别在于：它们多从公共政策或社会保障的绩效逻辑出发，本文则

坚持从代际关系的社会学原型，即费孝通意义上的反馈模式入手，追问当伦理契约瓦解后，新的社会团

结形式靠什么载体再生，从而在结构变迁与文化根基之间建立连接[3]。 

2. 理论脉络：代际“反馈模式”与中国养老的文化–社会根基 

2.1. 费孝通的“反馈模式”：养老作为代际交换的社会学原型 

理解中国养老问题，绕不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及后续论述中对中西家庭代际模式的经典区分。

费先生指出：西方家庭的代际关系近似一种接力模式：父母抚育子女，子女成年后即独立，抚育是一代的付

出，不期待反向回流，就像接力棒交出手便完成使命；而中国的传统模式则是一种反馈模式(亦称反哺模式)：
父母养育子女，子女成年后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养儿防老”并非功利计算那么简单，它构成了一套代际

间的均衡取予系统：上一代的付出在下一代的回馈中得到偿还，从而保证每一代在衰老时都能获得制度化的

保障[3]。这一模式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养老在传统中国社会从来不是社会福利议题，而是在亲属制度之中的

结构性安排。它不是由国家供给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由市场兑现的金融产品，而是由“家”这一基本社会单

元以伦理规范和经济互惠的双重机制担保的社会事实。家的延续，例如香火、姓氏、祖产，与个体的养老安

全保障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不过，近年的经验研究提醒我们，反馈并未简单地消失，而是发生了形态转化。

胡湛、彭希哲在多项研究中反复论证：当代中国的家庭并未解体，而是从扩展家族退行为核心家庭，同时仍

以情感纽带、代际代管、节日团聚等方式维持着实质性的互惠循环；换言之，反馈模式从制度性安排降级为

选择性实践，它仍在运行，但不像以前那样可靠。这意味着本文不能把传统养老理想化，也不能把家庭简单

视为落后的残余责任承担者，而应将其理解为仍在运作但持续承压的半正式机制[1]。 

2.2. 社会根源：为何“家”能承担养老功能 

从滕尼斯的古典框架来看，传统中国的“家”接近共同体的典型，血缘、地缘与生计方式高度重叠，

人际关系以有机纽带而非契约纽带维系[4]。在这一共同体中：土地构成了代际财富的实物载体(土地不可

移动导致人不能远走以至于代际共居有物质基础)；孝道伦理将反馈义务上升为道德规范乃至法律制度(唐
律至清律均以不孝为重罪)；多子女结构提供了风险分散机制(多个子嗣等于多个潜在供养源)家庭生产模

式使老年人因掌握经验、资源和家长权威而保有实际地位。换言之，传统养老的可靠性不靠外部制度兜

底，而靠代际共生体的内部均衡来担保。这也意味着：一旦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松动，土地流失、生计非

农化、居住空间解绑，那么整个反馈系统的运作条件就开始瓦解。 

3. 结构变迁：家庭小型化、城镇化与照护秩序的瓦解 

3.1. “四二一”结构与代际链的脆弱化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数十年后，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 2.62 人，较 2010 年减少 0.48 人 3。传统多子女家庭提供的“冗余供养通道”

 
3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105/t20210513_1817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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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子女分摊→一人不孝另有他人)被独生子女结构取代，“四二一”倒金字塔不仅是人口学事实，更是

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集中化：一对夫妇上方有四个老人(双方父母)，下方有一个孩子，代际支持链没有任

何平行分支可依托。一旦家庭经济遭遇冲击，照护链条就会立刻紧绷起来。更关键的是，独生子女一代

自身的人生轨迹已高度市场化：异地求学、跨城就业、购房压力、弹性用工等等，这些都使共居这一反

馈模式的空间前提变得极难维持。数据显示，2020 年人户分离人口达到 4.93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 3.76 亿

人 4。农村青壮年外流导致大量“空巢老人”与“留守老人”出现，传统上由儿媳/女儿提供的日常照护事

实上中断，老年人的生活支持从“日常在场”退化成“汇款加节日探望”。这一风险集中化判断在经验研

究中得到多重印证。除七普数据外，学界对家庭户规模缩小、空巢化与留守照护断裂已有较丰富的刻画，

马嘉蕾、高传胜对江苏的供需失衡研究[5]以及张嘉丽等对 49 个长护险试点城市失能评估体系差异的梳

理[6]同样折射出照护需求规模与地方供给能力的落差。 

3.2. 女性就业与照护劳动的“去家庭化”压力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但极为关键的结构的变量是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在传统反馈模式中，照

护劳动如做饭、清洁、陪医、情感慰藉，几乎全部分配给家庭内的媳妇与女儿。当女性从家庭再生产领

域转入公共生产领域，“谁来做照护”就从一个不用问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制度性问题。社会

学对此有一针见血的洞察：照护劳动的“隐身”正是它在传统家庭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原因；而当它被

迫走向公共领域时，社会才发现这份劳动从未被定价、也从未被制度性安排。养老保障的物质给付(养老

金)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另一半往往是更沉重的一半，也就是长期照护(long-term care)的日常劳动由谁供

给、以什么条件供给。一部分劳动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将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视为解放与资源获取的积极

信号；但家庭社会学与照护研究则指出，若公共照护供给不跟进，女性进入市场往往意味着在家庭与市

场之间双倍负荷。中国语境下这一张力尤其尖锐——陈友华等在分析养老制度变革时同样观察到：政策

话语越强调居家养老、家庭主体责任，越可能在不经意间将照护成本重新性别化地转嫁回中年女儿或儿

媳[7]。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照护劳动的价值隐匿判定为代际问题背后的隐性底盘。 

4. 制度转型的社会学分析：从“家庭主义”到“混合福利体制” 

4.1. 国家介入的历史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通过单位制实现，单位既是工作场所，

也是福利供给者(住房、医疗、养老金)，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式的组织化庇护。农村的养老则由集

体土地制度和家庭反馈双重承载。1978 年以后的市场化改革拆解了单位制，养老保险逐步转向社会化统

筹(1997 年统账结合模式确立)，这标志着养老责任从“单位–家庭”双支柱向“国家统筹 + 个人账户 + 
家庭残余”的三层结构过渡。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五个政策阶段：① 传统家庭养老与政府全面救弱(计划

经济时期)；② 国家社会家庭共同保障(改革开放初期责任分担)；③ 权责利分工机制建设；④ 多元主体

协同机制建设；⑤ 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化建构朝向普惠共享。这条线索揭示的核心逻辑是：国家逐步承认

养老不再是家庭私事，但国家的介入方式始终在“兜底”与“甩手”之间摇摆，它承担了筹资与制度设计

的宏观责任，却将大量执行层面的照护劳动悄然推回家庭。这一观察并非中国独有。Holliday 所概括的生

产型福利资本主义指出，东亚福利体制的共同底色是国家主导、经济增长优先、家庭主义作为隐性补贴

——福利给劳动者而非公民，给缴费者而非需要者[8]。Huck-ju Kwon 进一步将之表述为发展型福利国家

逻辑：社会保障服务于人力资本与生产纪律，而非无条件再分配[9]。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的一个显

著特征是：单位制遗产和城乡二元结构。这使得同样的发展型福利逻辑在中国呈现出更强的碎片化和区

 
4https://www.stats.gov.cn/sj/xwfbh/fbhwd/202302/t20230203_1901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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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异，而非东亚邻国那种相对统一的国民年金体系。放在该比较框架下，中国从单位制养老向社会化

统筹的转型，表面上是现代社会保险的进展，底色却仍带有强烈的东亚式家庭主义残留：国家提供制度

外壳，但照护的肉体性劳动仍由家庭消化。本文的贡献之一，就是把这一常被归入财政政策讨论的现象，

还原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团结形式断裂：社会保险契约解决的是金钱，而反馈模式解决的是在场，两者不

等价，混在一起就造成责任模糊。 

4.2. 契约的异化与分化：从伦理反馈到多元契约 

随着国家介入与市场渗透，传统的单一伦理反馈逐渐裂解为三种并行的契约形态。第一种是社会保

险契约，其核心是基于精算平衡的权利义务交换，强调参保缴费与待遇领取的对等性，但在面对非标准

化的照护需求时往往显得僵化。第二种是市场服务契约，以货币购买服务为特征，虽然提高了效率，但

将养老服务异化为商品，导致贫困群体被排斥，且难以建立情感联结。第三种是新家庭伦理契约，即在

法律与舆论压力下，家庭成员仍需履行赡养义务，但这往往演变为一种基于愧疚感与强制力的被动契约，

失去了传统反馈模式中的温情与互惠。这三种契约在现实中相互交织又相互冲突，构成了混合福利体制

的内在张力。 

5. 张力与困境：当代养老保障的三重社会学悖论 

5.1. 照护劳动的“制度性隐匿”悖论 

如前所述，养老金解决了老年期的收入安全问题(至少部分解决)，但未解决照护安全问题。长期照护

比如帮助失能/半失能老人进食、移位、如厕、洗澡、服药监督等，是需要大量人力时间的身体性劳动。

当代制度设计热衷于谈“智慧养老”“科技赋能”“远程监测”，但一个朴素的社会学事实是：照护的核

心要素是对另一个脆弱人类身体的近距离在场，这无法被传感器替代。然而，这份劳动在公共话语中要

么被浪漫化为“亲情”，要么被贬低为“低端服务业”而缺乏体面报酬与职业通道。结果就会导致家庭内

部的照护劳动由女性无偿承担，家庭外部由低薪中老年女性劳工(往往是更弱势的群体)低价承担。照护劳

动的社会价值隐匿，本质上是一种性别化阶级分工在老龄社会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照护劳动的“去

家庭化”并不等于女性的解放，反而可能演变为公共化了的性别剥削：国家通过购买服务压低照护价格，

家庭通过性别规范把照护责任压给女性，两者合力将照护劳动锁定在低报酬、低尊严的结构位置。 

5.2. 责任碎片化的兜底悖论 

国家虽然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在长期照护领域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地方政府在购买养老服

务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的供应商，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家庭在失去了传统宗族网络支持后，

被迫独自面对高风险，一旦家庭无法承担，最终依然需要国家以社会救助的形式进行兜底。这种责任层

层下压的机制，在岳经纶、方珂对养老服务范式转型的分析中被概括为政策话语超前、制度能力滞后的

结构性时差[2]；戴卫东、余洋同样以长护险试点的碎片化论证过同类问题：49 个试点城市筹资渠道不一、

待遇标准不一、服务供给主体参差，本质上正是国家在统筹层级上犹豫不决的表现使得国家看似减轻了

负担，实则在积累更大的系统性风险[10]。 

5.3. 代际公平的预期悖论 

养老保障在任何社会中都隐含着一个代际契约问题：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费或纳税来支付当期退休

者的养老金，其持续性依赖的不仅是精算的平衡，更是我相信当我老了也能得到同等对待的社会信任。

陈楠关于代际公平的理论审视指出了参数层面的不可持续风险[11]，但本文想补充一点社会学层面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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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际公平不只是精算等式，更是我缴费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制度也会对我兑现的道德契约。当年轻人

看到农村基础养老金长期维持极低水平，而同期政策话语不断强调延迟退休、延长缴费，其产生的不是

理性计算后的服从，而是制度只向我们收、只向他们兑的相对剥夺感。这使得代际团结从公民权利问题

退回为零和博弈。 

6. 当下缓解老龄化问题的一种启示：走向一种“代际团结的公共再造” 

行文至此，可以对本文的核心论点做归纳与推演。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型的社会学故事，并非从“落

后”走向“现代”的线性进步叙事，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结构重组过程。传统家本位的代际反馈系统，因

家庭小型化、城镇化、女性就业与土地功能变化而失去运作条件，迫使养老从私人领域溢出为公共议题。

国家以社会保险形式承接了收入保障的部分功能，但长期照护、情感支持与日常在场等最“重”的部分，

仍悬置在家庭与市场的夹缝中。于是出现责任碎片化。破解这一困局，需要的不是更多“智慧养老设备”

或“孝道宣传教育”，而是社会学意义上代际团结形式的公共再造，具体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将照护劳

动纳入公共价值核算。照护不是“家务”，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性劳动。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应针对

不同的照护需求分层施策。对于经济困难且失能的老年群体，应侧重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社会

保险的互助共济机制化解高额照护费用风险，但其弊端在于严格的失能等级评定可能会将大量边缘需求

排除在外；对于家庭照护者，则应推广照护津贴与喘息服务，前者通过现金补贴认可家庭内部的隐性劳

动价值，后者通过提供临时性替代照护，缓解家庭照护者的身心倦怠。这两种工具各有利弊，现金补贴

赋予了家庭选择权，但可能转化为子女的隐性收入而无法落实到老人身上，而服务供给则需要完善的社

区支持网络作为基础设施。第二，重构国家、社会、家庭之间的责任边界，使其从模糊推诿走向清晰分

工。蔡玉梅、陈功的“国家–社会–家庭”框架给出了很好的政策过程分析：五个发展阶段的核心教训

恰在于，哪一方的责任一旦缺位，压力就自动滚向最弱势的那一环(通常是家庭中的中老年女性或贫困老

人) [12]。未来方向应是普惠型养老服务政策体系：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 + 社会保障政策 + 供给保障政

策的多层嵌套。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借鉴家庭养老床位等创新模式，将机构养老的专业服务延伸至家庭。

其制度设计思路应包含明确的三方责任：政府负责制定标准与提供建设补贴，降低供给侧的成本；企业

与社会组织负责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上门服务，并接受政府的绩效评估；家庭则负责提供情感支持与

配合专业照护，而非独自承担全部重负。第三，将代际公平从技术参数升格为制度伦理。养老金的参数

调整(延迟退休、缴费年限、计发系数)不能只在精算逻辑中封闭运行，而须接受代际公平的社会检验：年

轻人缴的钱能否换来可信的预期？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是否体现了国民待遇的最低底线？不同队列之

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剥夺？“权责对应、风险共担与预期稳定”正是朝这一方向的努力。这种团结既非传

统基于血缘的伦理义务，也非纯粹基于法律的强制权利，而是一种基于公民身份的制度化团结。 

7. 结语 

回到本文的起点：养老保障为何是社会学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其最脆弱成员、如何在

时间轴上维系代与代之间互信与互惠的基础。钱的层面固然重要，但更深的问题是：当“家”不再能独

自扛住一切，当“市场”永远只服务付得起费的人，我们靠什么来保证每一代人老去时不会坠入恐惧？

答案不在某项技术的突破，而在社会团结的公共形式能否被重新发明。中国传统以伦理化的“反馈”作

答，西方现代社会以权利化的“契约”作答；而当代中国的任务，是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真正匹配现

代化社会自身的道路，让养老从家庭孤军奋战的私事，变成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公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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